
都市人的原始野性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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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都市书写没有充分展现出现代都市的诸多特性。法国批评家巴什拉对洛特
雷阿蒙的作品的读解，凸显了其富于攻击性的原始野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系列作品中深入探索了盘踞在

人物内心深处的原始野性，它们以超人哲学、虚无主义等形式表现；同时，他还探索了精神救赎的可能性。如

何寻找精神救赎之路，成了当代都市人面临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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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文学书写的概貌

与源远流长，充满历史、文化与伦理意蕴，佳作迭出的乡土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的都市文学书写无

疑处于弱势。然而，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拓展深化，它在文坛上日益显现出其影响力。

纵观百余年的都市文学作品，早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刘呐鸥、穆时英在新感觉派风格的作品中，对上
海这座东方摩登都市作了别具一格的展现，触及这一庞大的陌生人社会带来的种种诱惑与机遇，种种压

抑与寂寞。①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的开篇便点明了这一主题：“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它成了穆

时英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的主导动机。现代都市在提供前所未有的丰裕的商品和舒适便利的设施的同

时，也将人们心中的贪欲一发不可收地激发出来，野蛮生长，突破了传统社会框架许可的范围，但人们又

找不到可以依托的精神支柱。

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的缓慢迟滞，不少以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场

景与其说展现出了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的模式。张爱玲

于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创作的以上海、香港为背景的作品，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中西混杂的十里洋场，但
其人物的感受方式、待人接物与人生理想与古代的乡村社会没有鲜明的差异。此外，由于张爱玲的创作

手法深受《红楼梦》等古典白话世情小说的熏染，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将古典小说的人物移置

到了现代的都市框架之中。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后，都市文学呈现出缓慢的复兴趋势。有当代海派作家传人之美誉的王安忆，在
《长恨歌》《富萍》《考工记》等作品里悉心描摹了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上海市民生活，刻意发掘他们日常生
活方式中潜藏的超越时间之流的恒定性。②他们大多远离了喧嚣的都市生活之流，缺乏舍身一搏的强悍

生命意志，随波逐流，成了被动的旁观者。尽管王安忆与张爱玲在艺术风格、情性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

异，但在描绘都市生活的恒常性这一方面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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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２０世纪 ９０世纪中后期，随着新一轮都市化潮流的驱动，刚刚崛起的“７０ 后”作家便开始将个
体一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其中不乏在都市生活的繁杂经验）作为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而在前几代作家笔

下占据显赫位置的历史、社会、家国伦理，以及个体与历史社会的紧密粘连等主题黯然退居到幕后；到了

新世纪初崭露头角的“８０后”作家那儿，这一倾向不断强化，并蔚为大观。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接续了
新感觉派的文学传统。在卫慧等人的文本中，传统性道德的诸多禁忌已荡然无存，身体的欲望成了至高

无上的主宰。这些女主人公不再满足于头脑的臆想，而是勇敢、不无冒失地闯入外部世界，在上海这一

摩登都市中，尽情地追求身体欲望的满足。这些在消费主义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的生活哲学，在如下这

段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

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

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①

到了 ２０１０年代，新生代作家周嘉宁的《荒芜城》《密林中》等作品以真率无忌的方式书写了年轻一
代人在北京、上海等超级大都市中颇具另类风格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世界，身体在欲望狂欢过后的疲怠、

厌腻、荒枯、焦灼等经验得到了高强度的体现。然而，以市民生活日常情态为描摹对象的作品并没有消

失，它在金宇澄 ２０１２年发表的《繁花》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它以鲜明的上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展
示上海繁华地段各色人等数十年间的生活变迁，流露出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整部作品的主体由不分

段落的对话组成，颇得明清白话世情小说的神韵；但这种形式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背后有着特定的

生活方式的支撑。读者在字里行间并没有感悟到多少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那些鳞次栉比的弄堂披

着都市外衣的村庄，在七十二家房客的空间格局下，它和乡土社会一样，依旧是一个以熟人网络为基

轴的社会。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文学书写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和潜力。为此，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

都市文学书写，而原始野性与精神救赎将提供一条新的思考途径。

二　 文学中的原始野性

法国当代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批评论著《洛特雷阿蒙》中对 １９ 世纪中叶天才诗人洛特雷
阿蒙的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作了极具挑战性与启示性的阐释。在这部充满着众多奇幻诡异

的想象与恣肆狂放思想的作品中，巴什拉关注的焦点在于其原始性，“一种新的诗歌和一种新的心理

学如果要描述正在形成的灵魂和绽放的语言，就必须放弃既定的符号或已知的形象，回归生命冲动

与原始诗歌”②。这种原始性根植于人们幽暗不明的生命冲动之中，表现为摆脱了文明羁绊的攻击性

行为之中，在巴什拉眼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攻击现象学，一种纯粹的攻

击，就像人们所说的‘纯诗’一样”③。这种攻击性行为与本能的欲望紧密勾连，是“生命意志”的淋漓尽

致的体现。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这一意志不受道德理性的控制，也不需要意识的参与，攻击是建立

在肌肉生理上的本能意志。纯粹攻击是属于动物性的，人会凭借意识减缓、阻碍这一冲动，用仇恨等理

由去解释它，将其合理化，但动物性暴力的纯粹性在于撇开合理化的外在解释，将冲动表现在即刻的行

为之中”④。

被人视为“诗歌恐怖分子”的洛特雷阿蒙，和同时代的诗人波德莱尔一样也是极富叛逆性的恶的歌

手，但《马尔多罗之歌》之中他对神灵与人类的故意诅咒远远超越了波德莱尔，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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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绝后。波德莱尔曾这样展示现代人的种种罪孽，“愚蠢和错误，还有罪孽和吝啬 ／占有我们的心，折
磨我们的肉身”①。而在洛特雷阿蒙澎湃咆哮的语流的映照下，波德莱尔成了一心改过从善的好学生。

洛特雷阿蒙在全书开头便标明了自己狂傲不羁的情怀：“有人写作是为了寻求喝彩，他们的心灵凭空想

象或天生具有高贵的品格。我却用我的才华描绘残酷的乐趣。”传统的善恶分野在他眼里荡然无存，浑

然一体，“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们是一回事，表明我们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

热情和枉然？”②

这儿需要对原始性这一概念作一番界定。如上所述，巴什拉关注的是潜藏在原始性深处的极富攻

击性的生命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原始性都带有野蛮、暴力的色彩。１８ 世纪法国思想家、作家卢
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前文明时代的原始人精神活动的特性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个原理使我们热烈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另一个原理使我们在看到任何有

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③

显而易见，卢梭笔下的原始人并不具备狂野的攻击性，在他看来，“好像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

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

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④。在此，卢梭认为原始人的行为无法用文明人的善与恶加以框定，似乎和洛特

雷阿蒙一样，超越了善恶之分。但细究之下，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巴什拉在洛特雷阿蒙作

品中发掘的是侵略性十足的野性，而卢梭凸显的则是与虚伪、堕落、腐败的近代文明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的高尚的野蛮人，“原始人的情欲是那样的不强烈，同时又受到怜悯心如此有益的约束，所以与其说原

始人是邪恶的，毋宁说他们是粗野的；与其说他们有意加害于人，不如说他们更注意防范可能遭到的侵

害”⑤。但卢梭同时也察觉到原始人并不一味顺从周围的自然界，“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

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

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⑥。这种“反抗的自由”并不是单纯的生命的自我保存或对他人的怜

悯，而是自主的选择，富于攻击性的特性。不难想象，反抗会导致物我俱毁，或者是我用野蛮的暴力压服

了对方。由此可见，野性是原始人身上潜藏的固有禀性，而近代社会则将这一野性强化了，洛特雷阿蒙

的作品可视为一个鲜明的表征。

对于原始野性的回归体现出近现代都市人的心灵中某种意义深远的蜕变。在现代的城市（尤其是

大都市），传统以家族、邻里之间紧密联系为特征的人际关系趋于解体，脱离了固定群体的个人成了漂

浮在茫茫人海中的原子，赤裸裸地面对整个周边的世界。在此情形下，在满怀不平、愤懑之情的个体身

上，伦理规则的约束逐渐松弛，蛰伏在体内、被文明长年驯化压制的原始野性悄然苏醒。１９ 世纪俄罗斯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以惊人的洞察力，展示了都市人原始野性的回归。在这部中篇

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无名无姓的地下室人滔滔不绝的独白、对驳、思辨与主人公在彼得堡大街小

巷的游逛经历相结合，向人们展示了“在文学与哲学力量之间取得创造性平衡的罕见例子”⑦。这一脱

胎于果戈理《鼻子》《外套》《狂人日记》和陀氏早年《穷人》《孪生兄弟》《白夜》等作品中的小人物处于

大都市的边缘，对周边的世界（尤其是志得意满的上层人士）充满了难以释怀的愤懑与敌意。而对于车

尔尼雪夫斯基倡导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和对于未来美好社会“水晶宫”的设想充满了鄙夷之情：

首先，在这几千年的全部历史中，究竟有哪个时候人单单是凭自己的切身利益行动的？数以百

万计的事实表明，人们总是在明明知道，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利益撇在一

旁，闯上另一条路，去冒险，去碰运气，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们这么去做，其原因似乎

仅仅是他们不愿走给他们指明的康庄大道，而执拗地、任性地另辟蹊径，走上艰难的、荒谬的、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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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对这些事实，你们怎么解释？看来，对这些人来说，执拗和任性确实比任

何利益都更能带来愉快。①

这种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任性与幻想可以视为人的原始野性的衍生物，在“地下室人”眼里，正是它，而

不是理性和文明的种种清规戒律，成就了一个人。怪不得他要说：“人要是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欲

念，那还成什么人呢，岂不成了风琴上的一个键子？”而最关键的是“它为我们保留了最主要的和最宝贵

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②。它与洛特雷阿蒙在《马尔多罗之歌》中隐含的攻击性不谋

而合，超越了善与恶。这部作品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其本身的意义繁复多样，它“已经被认为是某种

病态人格在心理上的自我暴露，或者被认为是对‘人性’恶绝望的神学呐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据称信

奉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和权力意志的声明，是人的个性反抗一切限制其无限潜能的企图的宣战书”③。

显而易见，“地下室人”不遗余力捍卫的人格、个性，剔除了文明社会追加的种种束缚与伪饰，呈现

出赤裸裸的原始野性。它既是人们反抗社会种种不公的利器，也喻示出某种追求自由和精神救赎的

路径。

三　 都市人的原始野性的嬗变

在创作了《地下室手记》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推出了一部力作《罪与罚》。全书围绕贫困潦倒

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一案件展开，经过种种惊恐、惶惑、犹疑，他在警探长

的威逼和女友索尼娅的劝导下自首，最后走上自新之途。乍看之下，这是一宗司空见惯的谋财害命案，

本身并无多大新奇之处。作案时发生了意外，老太婆的妹妹丽扎韦塔不期而至，男主人公为掩盖罪行残

忍地将她杀害，这一意外尽管增添了几分血腥气，但作为刑事案件并没有超出人们的日常经验范围。真

正让人惊愕不安的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表面上看，他有着充足的作案理由：因交不起学费

而辍学；长久拖欠租金遭房东白眼……如果单单只是这些，这个案件也不会激起读者如此强烈的兴趣。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挥起斧头砍向那吸人血的老太婆之际，他有着一个隐秘而强悍的信念：他不是仅仅杀

死一个可恶的高利贷者，他是作为一个拿破仑般的超人在行动，在拯救人类。他将人类划分为平凡的人

和不平凡的人两大类，前者仅仅充当繁殖同类的材料，天生保守，循规蹈矩，而另一类人则有天赋和才

华，“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更关键的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

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但是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④。

不可残杀同类可说是每个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而拉斯柯尔尼科夫上述超人思想要突破的正是这

一底线。在他眼里，这些屹立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伟人之所以有权力这么做，不仅仅在于他们有卓绝的天

赋，而且他们是在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谋划，即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有权力杀人，而越过血泊

恰恰是为了救赎，将人们从现实的苦难与困境中解救出来。杀人是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原始攻击性最

鲜明的体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那儿，它披上了超人的外衣，并且用救赎之正义为其提供正当性合理性

的证明，而他杀死老太婆也从形而上层面表明他自己业已跻身于那些不平凡的伟人之列。颇具讽刺意

味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作案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惶迷乱之中，他不但没有成为期望中的超人，

反而杀死了自己的灵魂，喷涌而出的原始野性在极端的攻击行为中既吞噬了受害者，也毁灭了自身。只

有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在索尼娅爱的感召和神秘的启示下，他幡然悔悟，皈依了上帝，彻底弃绝了超人

思想。至此，他身上一度汹涌泛滥的原始野性再次被驯服，在基督仁爱的光晕中获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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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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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顾柏林译，参看作品集《赌徒》，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５３—１５４；第 １５９、
１６１页。

［美］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１８６０—１８６５》，戴大洪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４４８页。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０２—３０３页。



而晚于《罪与罚》问世的《白痴》则提供了一个反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

梅希金公爵在思想情怀上迥异于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被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怜的骑士”。因自小身患

癫痫，不谙人情世故，原始的野性也早被驯化得全无踪影；他空怀一腔仁爱之心，置身于彼得堡这座大都

市熙来攘往、利欲熏心的人群之中。他爱的是叶潘钦将军之女阿格拉娅，但出于同情之心与受尽凌辱的

纳斯塔西娅结婚，结果弄得两头不讨好，陷入一种非他所愿的尴尬的三角关系；他将粗蛮自私、野性十足

的罗果仁视为兄弟，却险些遭其毒手，但也没能将纳斯塔西娅从他的屠刀下解救出来。这个身上原始野

性踪影全无的人物，最终既无法为亲近的人创造幸福的生活，也无法拯救自己。纳斯塔西娅之死给了他

原本脆弱的神经以致命的一击，他最后旧病复发，神智错乱中再次住进了医院。

在《罪与罚》和《白痴》这两部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原始野性的勃发固然无

法提供一条有效的救赎之道，但消泯了原始野性的仁爱之心能否真为人们的精神找到一条救赎之途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日后创作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以当年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为蓝本写成的《群魔》围绕某省城一群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

的破坏活动展开，出身名门的斯塔夫罗金尽管没有参与组织破坏活动，但却被阴谋集团“五人小组”视

为高居众人之上的精神导师。虽然他没有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命为不平凡的超人，像拿破仑那样

有权越过血泊，但原始野性在他身上体现为睥睨一切的虚无主义，鄙弃一切伦理准则，以冷酷的理性蔑

视人类，独尊一己的意志：“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

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

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可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

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①在此，人们清晰地听到了洛特雷阿

蒙《马尔多罗之歌》中超越善与恶的回声。他并不是不辨善恶，而是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理念中不认同

任何一种，任性飘浮，直至自我的毁灭。对此，英国评论家 Ｍ．默里有颇为精彩的评论：斯塔夫罗金“自己
的心中有通情达理的本能，都要因为是本能而蔑视它，把它看作是妨碍他发挥自觉意志的东西；要把所

有的本能，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一切都牺牲给意志；要以自觉意志主宰一切，因为不自觉屈

服则等于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厌的生活的奴隶；要让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绝对主人”②。当这一充斥

着野性色彩的生命意志在外部世界找不到目标时，它便朝内转，攻击自身，踏入虚无的深渊。

几经演变，原始野性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走到了穷途末路：从富于革命性的解放力量，蜕变成了恶魔

般的黑暗力量。在此情形下，人们怎样才能寻觅到自救之路？在其辞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卡拉马佐夫

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阿廖沙这一年轻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

教堂的白色屋顶和金黄色的塔尖在蓝宝石般的夜空中闪闪发光。房子周围花坛里那些绚丽多

姿的秋花在沉睡中等待天明。地上的寂静似乎与天上的寂静融为一体，人间的秘密与群星的秘密

彼此相通……阿廖沙站在那儿凝神细看。突然，他脚下像被人砍了一刀似的，直挺挺地扑倒在

地上。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拥抱大地，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亲吻它，巴不得吻遍整个

大地。他一边吻一边哭，哭得泪流满面，他疯狂地发誓要爱它，永远爱它。……他越来越清晰而具

体地感到，似乎有某种像这苍穹一样稳固而不可动摇的东西正在进入他的心灵，似乎有某种理想正

在主宰他的头脑———将要主宰一辈子，直到永远。他倒地的时候还是个软弱的青年，而站起来的时

候已经成了终生威武不屈的战士……③

在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眼里，这对阿廖沙获得神秘启示的描述似乎在表明，“做基督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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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热爱上天，仅仅热爱上天，他是弃绝大地，痛恨尘世”。然而，恰恰在这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却认为“基

督教不是弃绝大地，不是弃绝尘世，而是‘对大地的’新的、空前的‘忠实’，对大地的新的爱，对大地的新

的‘亲吻’。按照基督的教导可以看出，不仅可以同时热爱上天和大地，而且除了同时热爱二者，别无他

法，不能够把二者分开热爱”①。

不难发现，阿廖沙的新生之路不再局限于上天与大地、天国与尘世、救赎与堕落等传统的二元对立

的模式中，而是超越了它们，将它们融为一体。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同，他在善与恶中发现了同

一性，但又不认同其中任何一种，阿廖沙精神救赎的要旨在于紧紧地拥抱大地，包容其一切美好与邪恶

的元素，其中包括富于攻击性的人的原始野性；同时不沉陷其中，而是仰望星空，祈求神的恩典，以期臻

于孤高峭拔的高远之境。这是一种微妙、困难之至的平衡，像是走钢丝，稍有不慎，便会跌落而下。过分

贴近大地，让人的原始野性不加约束地飘逸而出，会造成难以控制的灾祸；弃绝浊世，高蹈独行，会与活

生生的生命之流隔绝。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没有答案的答案，绝望中的希望，无法兑现的乌托邦，

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的精神能力的限度，但它又是千百年来多少圣贤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四　 在原始野性与救赎之间

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迷阳》中，我试图在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将笔触伸向人性的幽暗角

落，将都市男女对金钱、物质、情欲的贪婪攫取深入细致地展示出来。②

这部小说围绕季家祖孙三代季云林、季希翔、季云亭、川乐四位男性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展开叙事，聚

焦云林、希翔父子争夺同一个女人辰樱的情感悲剧，其间穿插着云林与子女对遗产分割的纷争、希翔与

妻子琳珊的婚姻危机和与周子熙的风流韵事、云亭与家中保姆丽丽的情爱故事、川乐青春期的烦恼等线

索。小说中的男性，无论健康残疾、衰老年幼，面对女性时，无不沉沦于爱恋情欲的漩涡，无不对女性的

身体抱有强烈的渴望、猎奇的心态和占有的执念。作品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是父亲季云林———财富的

拥有者，二是季云翔———受过良好教育、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闲逛者，他们作为当下社会所谓的“成功

男性”仿佛都被辰樱摆弄得团团转，成为女性的俘虏，深陷其中无法自持自控。尤其是儿子季希翔，他

衣食无忧，想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受社会习俗、伦理、职业和家庭的种种束缚。原始的野性在他身上

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心爱的女人，不惜与老父亲死命一搏。但最后，他寻找的却是虚无，超越世俗

层面的追求导致了他对情欲的憎厌和舍弃：父亲奄奄一息，辰樱走了，他身心俱疲，神智迷乱而近乎

癫狂。

而作品中的女性无不贴着性感诱惑、俘虏男性、出轨不忠的标签。女性形象在作品里，或是诱惑男

性的情欲的化身———保姆丽丽；或是排解寂寞寄托情感的代替品———周子熙；或是对婚姻不忠出轨的罪

魁祸首———晓菁、琳珊。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呈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特有的病态。人们不难

发现人物的悲剧命运是源于自身选择，而非宿命的无法选择。季云林若放下对女性的占有欲，季云翔若

放下对情感的执念，辰樱若放下对财富的虚荣，那么他们的命运走向将大不一样。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物

欲、肉欲操纵下的理智丧失、伦理崩坏、人性糜烂的悲剧，展示了人们身上潜藏的原始野性导致的灾变。

那这些人物精神上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最后父亲季云林在弥留之际以爱心宽恕了儿子，获得了

心理上的安宁，儿子季希翔也宽恕了辰樱，在虚渺的情感上找到了寄托。我想借此表达，爱（不限于男

女之爱）高于自尊，高于理解，高于怜悯与同情。但这种爱依旧是尘世之爱还未上升到宗教的层面，没

有踏入彼岸的超越境地。我没法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这恐怕是现代都市人面临的共同精神困境。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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